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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

———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翟 奎 凤

摘　要: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

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

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

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

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

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

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

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

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

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

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

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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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心性论与中国文化生命第二期的展开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大的变革与转型,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近

代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

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而近世化使得学术文

艺的性质也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

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

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与内藤湖南观点较为类似,陈寅恪也认为“唐代

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

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② ,钱穆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

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

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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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①.冯友兰在晚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时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这种观点来说明唐宋时期中国思想

的演变,他说:“隋唐以后,门阀士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逐渐降低,由地主阶级贵族降低为四民之首.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所谓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②冯友兰认为

“门阀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士是道学的阶级根源.两者比较,玄学有一种华贵清高、风流自赏的

意味,道学则有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味.这是贵族与非贵族不同的表现”③,冯友兰甚至还把禅宗

的兴起也归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他说:“禅宗与其他宗派的矛盾,也是当时反对门阀士族的

斗争在佛教中的反映.当时其他宗派都是与门阀士族密切联系的,它们就是佛教中的门阀士族.社

会中的门阀士族的统治的崩溃,也引起了佛教中的门阀士族的统治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兴

的僧侣,这就是禅宗的‘祖师’们.”④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没有论及唐宋内丹的兴起,但可

以推测,如果用门阀士族的瓦解与士民阶级的兴起来解释内丹取代外丹,想来他也会是这么认为的.
杨立华在«内外丹兴替考»中正是用这种思路来解释的,“我们可以推断,内丹学之所以能够兴起,恰
在于它迎合了长生观念平民化、世俗化的需要”,“在内外丹代兴的过程中,内丹家的身份亦渐趋复

杂,其间明显有自上而下的痕迹,平民化的倾向十分明显”⑤.这样看来,禅宗、内丹、理学的出现似乎

都与唐宋时期门阀贵族的瓦解及士民阶级的兴起有着必然或密切的关联,这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

而且有力的解释与观察.社会结构以及大众风尚的变化往往确实能直接决定一种思想的兴衰及其

转向.
文化及其思想观念的演变往往是内外促成的结果,就思想演变的内在气质来说,唐、宋、元、明时

期,禅宗、内丹、理学的交替出现,佛、道、儒这三大思想信仰系统都出现了内转化的趋势,内在化、心
性化、德性化、主体化是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演变的大趋势,这种趋向也最终导致晚明“三教合

一”局面的出现,使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相对静态平衡的稳定结构.这种内在化、主体化一定程度上

既促成了人们的个性自觉与自由平等观念的增强,但另一方面,高度的心性化、德性化也封闭了人们

心灵世界向社会实践与自然科学实践的敞开.放宽思想视域,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唐、宋、
元、明时期这些思想风格和观念信仰的变化其实都跟佛教传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印度

佛教的传入中国,固然就不会有中国的禅宗,同样也不会有内丹的形成与发展,不会有程朱理学和陆

王心学.佛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没有佛教,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思想与心灵是

不可想象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确实是征服了中国.雷海宗正是以佛教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把中国

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

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３８３年

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
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
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

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⑥第一周史前时期不算,从西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到公元３８３年,约１５００年,第
二周从公元３８３年算到晚清民国的话也大概是１５００年,此后应该算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第三周.
这个观察是深刻而犀利的,就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来说,他的这个“两周说”是合理的.一种思想文

化也是生命有机体,中医认为,人体气机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只有在与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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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行碰撞、交流、融合中才能生生不息,否则长期在一个封闭的文明系统内,其命运必然是走向

死寂.外来的印度佛教文明确实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生命第二期的展开.
与冯友兰以门阀士族的衰落、士民阶层的兴起来解释禅宗、理学的形成有所不同的是,任继愈以

心性论的崛起来解释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从秦汉以后,经历了宇宙生成论(或
称为宇宙结构论),发展到魏晋时期的本体论,又由本体论发展为心性论,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佛
教哲学也是从本体论进入心性论的,而且在心性论领域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①.方立天也是以同一

思路来论隋唐宋明时期中国思想的转变,他说“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

趣最为契合之点,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②,又说

“先秦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各种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宇宙论、人生理想论和心性论等都有了发

韧和展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到了汉代,宇宙论成为热点,一些哲人热心于探讨宇宙万物

的生成、结构和变化等问题.魏晋时,玄学盛行,其重心是本体论,着重从宏观方面深究宇宙万物的

有无、本末、体用关系.在魏晋玄学思潮的推动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兴奋点从宇

宙(天)转到人,着重透过人的生理、心理现象进而深入探究人的本质、本性,从而由宇宙本体论转入

心性论,即人本体论.而着了先鞭,首先完成这一转变的便是佛教学者.南北朝时佛教的佛性论思

潮就是心性论成为了当时时代哲学主题的标志.后来,在佛教心性论的刺激下,儒家也更为系统地

阐发了奠基在道德本体上的心性论,把社会伦理本体化、超越化,说成既是人的形上本体,又是宇宙

的形上本体,从而又与佛教心性本体论进一步相沟通”③.在任继愈、方立天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看出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不断心性化、内在化这一明显走向.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在«中
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中认为,“从１２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

化”④.其实,置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不断心性化这一宏阔而深邃的思想背景下,我们对这一内在转

向能够看得更加清晰而深刻.

二、心的宗教:从如来禅到祖师禅

南北朝时期,涅槃佛性论开始成为佛教界讨论的中心问题.任继愈认为“晋宋间佛教理论家参

加了当时玄学家的论战,与世俗学者共同讨论本体论的问题.这种论辩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南

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界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讨论.涅槃学即哲学的心性论(佛教称为佛性论,即人

性论).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当时思想家又一热门话题.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
恰恰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同步开展,当时中国哲学史就是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的”⑤.方立天

也认为“心性论为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基本契合点”,在他看来,佛性论的凸显也是中国文化对佛教选

择的结果,他说:“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逻辑来看,最早引起中国佛教学者兴趣和注意的佛教思想是

般若空论和因果报应论.开始,般若空论在教外知识界中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果报应论还遭到

了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并由教内外的因果报应之辩发展到神灭神不灭之争.这种具有重大哲学意

义的争论最终以双方坚持各自立场而告终.但经过这场争论,中国佛教学者把理论建设的重点从形

神关系转移到身心关系,从论证灵魂不灭转向成佛主体性的开发,着重于对佛性、真心的阐扬,此后

中国佛教就转到心性论轨道上来.并且由于与重视心性修养的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相吻合而日益发

展,以致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形成了派别众多的丰富多彩的心性论体系.”⑥由此看来,心性论的凸显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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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潜在的时代思潮,同时也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一个交汇点.
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佛教在隋唐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大乘佛教宗派的

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这其中又以禅宗最为集中地代表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实现了

中印智慧的高度融合.唐武宗会昌法难以后,佛教很多宗派顿时衰落,唯有禅宗一系独盛,而且在晚

唐五代,五祖弘忍下面的法脉也只有慧能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人才辈出、全面盛开,个个生龙活虎,不
断翻新,引领了中国化佛教的发展方向,以至于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禅宗的演变

史,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无论是天台宗,还是华严宗、唯识宗,其理论性、体系性、逻辑性甚

至知识性都很强,流露出较强的“学院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都比禅宗高明、高深,但影响却不

及禅宗.禅宗的优势就在极高明而道中庸,把修身平民化、平常化、生活化、简单化,甚至伦理化,显
然这些也都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禅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不得不说这在根本上还是由于其在心性

论上有重大突破.心性论是隋唐佛教各大派共同的核心问题,关于心性论的不同建构也是各大派相

互区别的重要标志,杨维中认为,与“天台宗的性具范式”、“华严宗的性起范式”相比,“禅宗的自心范

式”,“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发展的最成熟形态”①.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流行时间最长的第一

大宗派,禅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藉教悟宗”如来禅到“教外别传”祖师禅,再到“超佛越祖”分灯禅

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由达摩传来到五祖弘忍的禅法都可说是如来禅,其特点是注重禅定静观,祖
师禅为六祖慧能所创,分灯禅为慧能弟子对其禅学思想的发展,其特点是在动态生活中顿悟成佛.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此前是只有禅学的如来禅,没有禅宗.关于这一点,任继愈强调说:
“我们把慧能当作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有事实根据的.菩担达摩以下五世,只是慧能禅宗的先

驱,后来中国哲学史上所谓‘禅学’,某人的学说近禅(如宋儒、明儒说陆九渊、王守仁的哲学体系近

禅),都是说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方法和慧能以后的禅学接近,而不是指慧能以前的禅学,更不是指的

禅定的禅学.”②杨维中也认为:“慧能的心性论思想与此前的如来禅心性论有着重大的区别.而南宗

禅所坚持的正是由慧能奠定的只能以‘当下现实之心’来诠释的‘自心’本体.而这一理论立场正是

‘六祖革命’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坚持以慧能禅法作为禅宗正式立宗的标志.因为

此前,无论是‘东山法门’,还是北宗禅,都与达摩禅的心性论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以自心范式概括禅宗的心性论范式.”③慧能禅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坛经»一书中.
作为唯一一部中国高僧说法升为佛经的经典,慧能«坛经»充分体现了禅宗的核心思想,他对佛

教心性论作了充分灵活的发挥.当弘忍给他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大悟时,慧能瞬间

领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他感慨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

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行由第一»)④,慧能大悟后的这句话道出了

其思想后来展开的根本宗旨,即一切说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建立的根本,自性即佛,离性别无佛,
自性具足一切,无须外求.这样,任何外在地追求佛的念想都是错误的,所有外于自性的佛和修为都

是虚妄的.基于此,慧能就强调“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坛经􀅰行由第一»),他批评传统的禅定

静坐,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又说“慧
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坛经􀅰机缘品第七»).慧能禅就是让人“识自

本心,见自本性”,他说“自心是佛,更莫狐疑”,“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坛经􀅰付嘱第十»).对传统佛教的很多教条,慧能都从其自性佛的立场上予以重新解释:如戒定

慧三学,他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坛经􀅰顿渐第八»);针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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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认为自性就是净土,此外别无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坛经􀅰疑

问第三»)我们注意到,在«坛经»中慧能既说“本性是佛”,又说“自心是佛”,那么“心”与“性”到底是什

么关系呢? 对此,杨维中认为,“慧能心性论思想的核心是将‘心’与‘性’合一而用‘自心’范畴标明”,
“与北宗以真、妄混合言‘自心’不同,«坛经»所言‘自心’是超越真妄二元对立的‘当下现实之心”,“慧
能认为,本心与现实心、真心与妄心,彼此体用一如,众生不应离妄另去求真,而要即妄显真,这就是

‘呈自本心’”①.这样看来,自心即自性,而就“当下现实心”这一关键点.赖永海更深刻地指出:“表
面上看,慧能的直指人心、即心即佛说只是改变了一下心的性质,实际上,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

一系列重大的变更.从思维形式上说,他是以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心去代替一个抽象玄奥的、经过

佛教学说百般打扮的‘如来藏自性清静心’.这一替换使得慧能实际上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个

内在的宗教,把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的‘心的宗

教’.”②这种“心”宗教,着眼于心的迷悟,即心即佛即众生,迷则佛成众生,悟则众生成佛,而觉悟只在

当下一刹那的转心起念,顿悟自心自性圆满具足.
慧能禅既反对离开心性的外求,也反对入定静观枯坐,他强调要在动态的生活中明心见性,其弟

子把他的这一思想不断推向极致.如为打破对外在权威的迷思和崇拜,他的弟子敢“呵佛骂祖”,敢
骂释迦摩尼是老骚胡,敢把佛像劈了当柴烧.为了截断俗情意识流的缠绕,禅师们可以对弟子实施

不经意的当头一棒、振威一吼等外人看来非常突兀甚至荒谬的言行和肢体语言.诚如胡适所说,与
印度禅学重在“定”不同,中国禅重在“慧”③.这个“慧”我们说就是当下的动态的翻转与觉悟.过去

的很多高僧都是由定而悟,通过长期的艰难的禅定苦修才能开悟,包括释迦牟尼佛本人也是如此.
而禅宗的“行云流水”无疑是显得有些“轻巧”,有些老庄自然主无为的意味,如慧能说“兀兀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坛经􀅰付嘱第十»),“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

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

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

四»),“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
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坛经􀅰顿渐第八»),这些都与老庄特别是庄子无善无恶、委运自

然、朝彻见独的哲学精神息息相通④,不过禅宗似乎更重在刹那间顿悟生命境界的翻转.如果说这是

禅宗“无”的一面通向老庄道家的话,那么其有的一面无疑也通向孔孟儒家.印度佛教常把真如本体

看作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是虚幻不真的影和梦,有把体与用隔绝的倾向,但中国禅宗常说“青青翠

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把真如与现象打成一片,这无疑倾向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体

用不二、体在用中、重视现实生活的思维习惯.慧能还说“常行十善,天堂便至”,“若欲修行,在家亦

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才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心
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

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

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坛经􀅰疑问第

三»),这些话非常富有儒家修身及伦理生活化气息,这无疑使禅宗更能接近普通老百姓,禅宗常把深

奥的佛理说得很浅白,如常强调“直心是道场”、“平常心是道”,这种风格确实能够很容易为大众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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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宗圆融了有和无两个向度,无的一面与道家相通,推动了道教从外丹转向内丹;而其“有”的一

面又与儒家相通,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

三、道教的心性化:从外丹到内丹

在早期道教关于养生成仙的方术中,烧炼外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外丹,是以铅汞为主,配
置其他药物作原料,在炉鼎中烧炼而成的化合物,初步炼成的叫“丹头”,只作“点化”之用,不能服食,
继续再炼,便成服食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金丹”或“仙丹”①.外丹可以说是一种关于生命科学的工

艺技术,从哲学的角度说,外丹方士相信宇宙生命的连续性,即人体生命与天地自然有相似性和类同

性,从低端的无机物到高端的生命体有着连续性和贯通性.与后来的内丹家重视无形的心性相比,
外丹无疑更加重视的是作为形而下的身体,外丹方术的形下性和外向性使其具有了更多的自然科学

气质.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术,外丹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出现.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深谙“神仙黄白之

术”,曾聚集方士在八公山从事炼丹烧炼.东汉时外丹经书开始涌现,其中最具理论性的当数魏伯阳

的«周易参同契».魏晋时期,老庄玄学兴起,服食外丹在社会上也成为名士风流的一种时尚,这一点

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见一斑.东晋时期著名道士葛洪是外丹道的重要代表,
他认为外丹是长生修仙的最高法门,其代表作«抱朴子内篇»确立了外丹在道教中的权威地位,充分

显示了道教炼丹术的工艺创造精神,对养生、医学、冶金、化学以及相关工艺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②.葛洪喊出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极大地鼓舞了外丹方士在生命科

学领域的探索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葛洪不大喜欢老庄虚玄之学,他崇尚技术工艺,认为那些掌握各

种工艺、艺术技巧上达到极高水平的人,皆可成为圣人.我们看到葛洪的技艺圣人观与老庄及儒学

的道德圣人观有着很大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士、炼丹家陶

弘景也非常博学,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学、药物学、医学、经学、兵学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尤其对于

药物学和医学的贡献最大;在技术上还铸刀剑,注重工艺制造,对炼丹抱严格的实验态度,对实验场

所环境、仪器设备、流程目标质量等方面都有精心控制③.与葛洪类似,他身上具有强烈求知欲望与

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及行动,重视语言作为科学认识的符号工具功能,反对玄谈空辩.
到了隋唐,外丹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已成熟,由于唐代尊道教为国教,作为道教主要方术的外

丹在唐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正耀认为:“有唐一代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著名

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多,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

右者.唐代堪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④外丹在唐代广受帝王贵族和文化名流的追捧,从唐太

宗到僖宗几乎每个皇帝都炼丹,王勃、卢照邻、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都对外丹也很着迷,有的甚至还

亲自参与烧炼(典型的如李白曾大炼还丹).但是在外丹鼎盛的同时,丹毒死亡现象在历朝中也是最

严重的,唐朝帝王因服丹而死者就达六人之多.这一点,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外丹的不足.随着心性

化思潮和内丹术的不断崛起,唐末五代到北宋,内丹逐渐取代外丹成为了道教的新主流,外丹的社会

影响逐渐衰弱.关于内丹崛起,任继愈从心性论这个时代思潮作了精彩分析,他认为:“世人论道教

内丹之学,多认为它由外丹发展而来,这种说法虽不为无据,但还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内丹说实际

上是心性之学在道教理论上的表现,它适应时代思潮而生,不能简单地认为内丹说的兴起是由于外

丹毒性强烈,服用者多暴死,才转向内丹的.内丹说在道教,佛性说在佛教,心性说在佛教,三教的说

法有差异,而他们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⑤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钟肇鹏主编:«道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蔡林波:«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７、７８页.
王明:«论陶弘景»,«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０ ９８页.
金正耀:«唐代道教外丹»,«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任继愈:«内丹学与心性论»,«天人之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７页.



所谓内丹,是“以人身体为炉鼎,精、气、神为药物.经过一定时间的修养锻炼,以神运炼精、气,
达到三位一体,凝结成丹(圣胎).其修炼过程分: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于道,凡
四个阶段”①.一定程度上,内丹可以看作是对外丹的模拟,不过,外丹的鼎炉、药物都取自外界的大

自然,是在身体外烧炼金丹,而内丹则完全回到自身内部,在体内修炼金丹.尽管据说东晋时期就已

经出现“内丹”一词②,但内丹的成熟一般以唐末五代的钟吕金丹为标志③.钟吕丹道形成之前,内丹

思潮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形成期.很多学者强调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对内丹学形成的重要影响,
重玄学的思想主体是老庄和魏晋玄学,同时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很大影响.外丹对老庄思想相当轻

视,对待老庄态度的不同是内外丹的一个重要分野.受佛教的影响,重玄学抬高心性、贬低肉身,如
成玄英在«老子注»中就说“物情颠倒,触类生情,岂知万境皆空,宁知一身是幻”,这种观念是其与外

丹甚至以往道教的一个很大不同.受此影响,内丹学的内在化、精神化、心性化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

的.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内丹与六朝以来的内炼、内修学的继承关系,认为内丹是在“服气”、“导引”、
“胎息”、“存想”等内修养生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龚鹏程就非常强调内丹与服气、胎息的密切关

系,他认为,“顺着六朝以来有关服气养生的理论予以发展,逐渐深化以后,渐渐出现内在化及精神化

的倾向,由服外气讲到服内气、由存想身中神讲到存养精神,由对肢体的按摩导引讲到内在的以心引

气、由闭气胎息讲到元气成胎,以至对丹、鼎、火候等,都有了新的解释.此时又再援引老庄、佛学、易
经之义理来说明其见解,才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论述体系”④,“相对于一般的炉火烧炼之术,这时已有

不少人提出另一种思路,说烧炼之药非金石铅汞,而是气.这些气,或指日月之气,或指身内之气,或
指五谷之气,总之,都非金石铅汞.故古丹经所云之铅汞或水火均须另作解释.于是就出现了真火、
真水、真铅、真贡的讲法.丹也一样,不再指丹砂丹药,而是指气.内气称内丹、外气称外丹.心还于

气,或阴阳两气向往还则称还丹,又或以内外气为金丹.这都是新的铅汞丹药论.􀆺􀆺张果以神为

性、以气为命的讲法,更开启了内丹家讲性命双修的门庭”⑤.在唐代,东汉的«周易参同契»才真正被

重视起来,但与之前对该书外丹化理解不同,晚唐的张果、刘知古更多地从内炼、内丹的方向来解释

«参同契».所有这些内丹化思潮到了唐末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那里得到了汇集提升.张广保认为

钟吕内丹道与中唐时期的各种原初的内丹道形态相比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内丹道奠基于形而

上的天道的基础之上,使丹道与天道相互贯通”,二是“通过对各种原初内丹流派的整合,建立起一种

体系化的内丹之道”,三是“钟吕内丹道派通过对道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的尖锐批评,将内丹道与道

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严格区分开来”⑥.因此,可以说钟吕内丹理论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内丹学走向

成熟,之后,内丹成为道教炼养方术的主流,从宋元的南宗、北宗,到明清的东、西派,都自称得钟吕真

传,奉钟、吕为教主.所以,钟、吕是道教内丹的真正祖师,这点类似于慧能于中国禅宗的地位.
唐宋之际,是内外丹的交替的一个转折点,道教由外在走向内在.早期内丹虽然由外入内,不再

烧炼外在铅汞,但他们还比较重视天道宇宙论,甚至把内在精气神的修炼看作是对天道运行的模拟

或反还,有着宇宙论与心性论交融的特点,“气”的地位也比较重要.在宋明时期,内丹的进一步展开

中,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因素不断渗入并越来越凸显,气越来越从属于心,如北宋张伯端在其«悟真篇»
后篇论达本明性之道,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参证佛教典籍尤其是禅宗的各宗传灯录而来,这就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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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肇鹏主编:«道教小辞典»,第２０４页.
«大正藏»卷四十六载«南岳思大师立誓愿文»说“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但此文的历史真伪,学界争论颇多,而

且其“内丹”的意涵也没有具体交代.
至于“内丹”概念的形成,杨立华认为大致可以定在陶弘景之后、张果之前,即大约在公元５３６年至７０５年之间.参见杨立

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页.
龚鹏程:«道教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５页.
龚鹏程:«道教新论»,第２０８页.
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２页.



他的内丹道在有关性功修持方面接纳了禅宗明心见性的功夫”,张广保认为“张伯端的这一作法为宋

以后内丹道广泛地援禅入道开了先例.后世内丹道的南北二宗都不约而同地接纳佛教禅宗的修心

功夫,以之作为内丹修持的性功.有的丹士于此走得更远,甚至有以禅宗明心见性取代内丹道的趋

势”①,“南宋的以后的一些内丹家正是以此为依据,将内丹修炼完全等同于心性修炼,从而走上丹、禅
合一之路”②.性命双修,是内丹家的共识,如果说张伯端总体上还是主张“先修命,后修性”的话,那
么宋元之际王重阳开创的全真教则明确主张三教合一,而且认为要“先修性,后修命”,认为“唯一灵

是真,肉身四大是假”③,这就彻底走上了丹禅合一,甚至以禅为主的修行道路.
从外丹到内丹的巨大翻转,我们看到佛教禅宗心性论对道教的重大影响.从早期重视肉体长生

不老,到后来认为身体是“四大假合”幻影,从身体与宇宙生命、自然物质关联性的积极探求,到唯心

是求,从外丹到内丹的这一演变可以说最为典型地象征着唐宋时期中国思想的内在转向,从此“通过

贬斥外在物性的世界来抬高内在的灵性的世界,内在化成为中世纪到近代中国思想和精神发展的主

流”④.无疑,外丹是开放的、朝向大自然的,是富有科技实验品格的,历史上的著名炼丹家如葛洪、陶
弘景、孙思邈也都非常博学,而且在科技史上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外丹转入内丹,以及宋元之后内丹

的不断心性化,这个历程大体上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创造性不断萎缩的时期.

四、儒学的心性化:从“性即理”到“心即理”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是佛教、道教的兴盛活跃期,儒学相对没落不景气的话,那么,宋
明时期,儒学显然力压佛老,又再一次成为时代思想的领跑者,回到社会话语的中心.确实,诚如冯

友兰所论,禅宗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便走到了宋明新儒学:“禅宗更进一步,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

对立.但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的人,仍须出家? 何以事父事君不是妙道? 这又须下一

转语.宋明道学的使命,就在再下这一转语.”⑤在冯友兰看来,“佛学与中国原有之儒家之学之融合,
即成为宋明之道学”⑥,当然冯友兰这里所说的佛学主要来讲就是指禅宗.北宋是儒学复兴的活跃期

和宋明理学的奠基时期,在“性与天道”的建构上也呈现了多元的局面,即便是被视为正统的北宋五

子,其思想各自的特色也很鲜明.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宇宙生成论色彩比较浓厚,«周易»图书象数

学对周敦颐、邵雍影响较大,张载强调“气”的根本性.尽管三人都很有成就,但后来宋明理学的奠基

人、创始人当推二程.
从周秦到汉唐,“道”是诸子百家所共同指认的最高本体,是思想界最高真理的代名词.然而在

宋明时期,“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道”的这些指认功能,事事都求个“理”,行行都要讲“理”,“理”
成了宋明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生活世界最为流行的权威话语.“理”之所以能升格为宋明思想的最高

话语,这主要是二程的功劳.程颢曾不无自豪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

来”⑦,言外之意,他与弟弟虽跟周敦颐学习过,但是其思想发明与创新跟周敦颐关系并不大,这是二

程始终没有明确尊周敦颐为师的重要原因,程颐甚至直接说只有他哥哥程颢才接续了孟子之后中断

了一千多年的道统.“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同时整个宋明理学也继承了二程对理的这种重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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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第３３２页.
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第３７８页.
王重阳撰,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１页.
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导论”第４４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９页.任继愈在«农民禅到文人禅»一文中也说:“运水搬柴,既然都是妙道,由此再进一

步,事父事君又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妙道呢? 禅宗与儒教合流,直接参加政治生活,儒教把禅宗消融了.”(任继愈:«任继愈禅学论集»,
第７６页)极高明道中庸,他的这些看法应该说是受到了冯友兰的影响.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３卷,第５０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２４页.



天理作为思想的核心概念,这是人们把这一时期新儒家称为理学的基本原因①.“天”是整个中国文

化的最高范畴,其实“道”和“理”都可以看作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天”的诠释.天理是客观绝对的至善

本体,是道德与法则的本源.二程认为“理便是天道”,又说“性即是理”②,这就以“理”贯通了性与天

道,从哲学的高度对孟子的性善论作了阐发与肯定,其意义有些类似于慧能所强调的“自性即佛”的
观点,无论是从语言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来看,“性即是理”与“性即是佛”都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这种

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去成佛成圣.由于天理就在人性中,因此,与周敦颐、邵雍、张载强调宇宙论

不同的是,二程讲理直接从人生论来讲,他们既“不讲圣人古经典与大道理,又不讲治国平天下大事

业,更不讲宇宙神化大玄妙,只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
让自己的心获得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获得一恰当处.那便是他所称由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
也便是他所要学者须先识得的‘仁’”③.建构内圣外王之道是宋儒的最高追求,但他们把外王看作是

内圣的自然延伸,把心性道德和精神境界看作根本,这样无形中就把外王看得很轻,如程颢说“虽尧

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④,这种心性化、道德化、生活化,甚至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

哲学显然是有着浓厚的庄禅色彩.
尽管二程的思想大体一致,但由于二人禀性的不同,还是流露出豪迈浪漫与严谨低调的不同.

冯友兰认为程颢开后来陆王一系,而程颐开朱熹,他说:“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

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至阳明而得到完全的发展”⑤.就是说二程的不

同实开朱、陆之差异,这又集中体现在“性即理”与“心即理”两种观念的对立上.“性即理”为程颐所

提出,为朱熹所详细论述.朱熹把存在严格地区分为形而上下两个世界,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
理是本体第一性的,而且不在时空中,是绝对的永恒.朱熹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体现,是至善

的,因此,性即是理.而心,在朱熹看来,是理与气的结合,气有昏明清浊,因此人心有善有恶,不能说

心就是理.朱熹接受张载“心统性情”的说法,认为心虽然不就是理,但心包含着理,他说:“心者,人
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⑥关于“心即理”的思想,程颢曾说“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

一”⑦,张岱年认为,陆九渊所说“人皆有是因,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⑧,当本于程颢⑨.我们看到,
朱、陆其实都主张“心具理”,但陆九渊由此顺推到“心即理”.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这个

“即”都不应该直接翻译为“就是”,“即”准确来讲是一体、不二的意思.对于朱、陆在心性理关系上的

微妙差别,冯友兰独具慧眼,认为这是由于“朱陆所见之实在不同.盖朱子所见之实在,有二世界,一
不在时空,一在时空.而象山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世界,即在时空者”􀃊􀁉􀁒.这种理论上的分歧,也直

接决定了朱、陆在为学方法上的不同,朱熹主张泛观博览、即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先立其

大,于是陆攻击朱学为支离无主,朱攻击陆学空疏近禅.对于朱陆后人有“朱子近道,陆子近禅”之
说,其实陆固然近禅,但朱熹受佛教的影响之大也不容忽视.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二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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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１页.
程颢、程颐:«遗书»卷二十二上、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９０、２０４页.
钱穆:«宋明理学»,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３、６４页.这种精神也鲜明地体现在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一书

的书名上,“近思”即不必远求,要贴近生活.
程颢、程颐:«遗书»卷三,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６１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５６页.
孟轲著,朱熹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２５页.
程颢、程颐:«遗书»卷五,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７６页.
陆九渊:«与李宰二»,陆九渊著,钟哲点校:«象山全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９页.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６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２７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５６页.



础上(当然主要是程颐)融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于一体①,周、邵、张的思想都有着很强的宇宙论

色彩,而周敦颐、邵雍的宇宙论很大程度上与道教陈抟一系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朱熹对陈抟,
对道教,对«参同契»都很有兴趣,所以给后人留下朱子近道的印象.其实,朱子早年也是浸润佛教禅

宗多年,特别是对禅曾很痴迷.朱熹离开禅、反思禅当是他与李侗接触之后,李侗告诫他关键不在体

会“理一”,而在了解“分殊”.鉴于禅的盛行及其流弊,朱熹后来的哲学建构似乎是朝着刻意反禅的

方向发展的,但是他的很多思想终究洗脱不了佛教的烙印,如不少学者指出,其“心统性情”的思想与

«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其“理一分殊”、“月映万川”、“物物各具一太极”
的思想与华严宗理事圆融的思想更是貌合神似.而朱熹坚持理本体的绝对性、非时空性,及其彼岸

性,某种程度上与印度佛教“性寂说”有相合之处,有把本体与现象割裂为二之嫌.牟宗三认为程朱

的“性即理”是“存有而不活动”,而陆王“心即理”是“存有而活动”,这个区别也有一定道理.朱熹甚

至还说“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于形,又是渣

滓至浊者也”②,这种对气形的贬低在早期儒学史上是没有的.宋明理学家几乎无一例外,早期都有

过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尽管后来他们都声称反佛,但佛教思想潜移默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难以洗刷

的.如朱熹所说形下是“渣滓”,其实张载也说“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③,张载还说“德性之知不萌

于见闻”④,这些都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是早期儒学所没有甚至会反对的主张.
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到了王阳明那里得到充分彰显,阳明由“心即理”进一步说“心外无理”、“心

外无物”,甚至说“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⑤,这样确实如冯友兰所论,
如果说“依朱子之系统,理之离心而独存,虽无此事,而却有此理”,那么“依阳明之系统,则在事实上

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此点实理学与心学之根本不同也”⑥.显然,阳明“心外无理”的思想与慧能

“离心无别佛”的主张如出一辙.一般认为,王阳明“致良知”说是«大学»“致知”与孟子“良知”的综

合,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即心之本体,同时又自然知道善恶是非.其实慧能的弟子神会就曾以“知”
解释心性本体,在神会思想中,“知”既是清净心体所本具,又是依体发用的特殊智慧,二者是体用一

如的关系.在神会看来,心体本具智慧,智慧自然能知,因此他注重心体的定而发慧的功能⑦.神会

的弟子宗密融合华严与禅的思想又进而提出“知之一字,众妙之门”⑧的著名论点.这些与阳明的良

知说都有不少相近处.与宋儒不同的是,阳明吸收佛教的思想是公开的,他不但没有攻击佛教,反而

以三间房的比喻来说明佛教思想的合理处本来就是儒家的,以此来表明儒家思想的广大精微.阳明

致良知的思想高度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及道德实践性,其后学由于良知的不同理解分成好多派,影响

最大的是泰州学派,主张良知自然现成,不假修为,禅甚至狂禅的色彩更加浓厚.
不论是程朱的“性即理”还是陆王的“心即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心性儒学.在北宋时期,多

元开放的儒学复兴运动还有着较强的宇宙论的恢宏气势,然而南宋之后这种气象显然变得单一、收
缩、内敛、保守起来,以为心性和德性的力量具足一切,能改变一切,道德心性化的单一独大无疑严重

窒息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中华民族的心志变得老成保守.其实从隋唐以来,心性化不

断强大这一思潮,我们对此会看得更加清晰,这背后我们都能看到佛教禅宗的强大力量对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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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也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儒学复兴运动向内收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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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深刻影响.

五、三教合一与晚明中国思想的危机及其外转趋势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两大宗儒、道两家既有矛盾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但总体看,
“和”与“融”是主基调,这就使得一方面受儒道影响,以禅宗的出现为标志,印度佛教中国化,而另一

方面中国化了的佛教又深深影响了道教与儒学的发展.两宋内丹学的发展又使得佛道两家进一步

深度融合,甚至内丹学直接吸收佛教禅宗,王重阳公开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
以儒为主的三教合一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而佛教界明末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
益智旭也都高调主张三教合一.虽然在明代之前,儒、佛、道也一直在相互不断融合,但“三教合一”
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①,甚至晚明公开出现了“三一教”这样的民间宗教.可见,三教合一是晚明的

一个重要社会思潮,余英时认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

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②可以说,这都是佛教影响中国的结果,是佛教传入后

中国思想的一系列后续反应,没有佛教的传入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三教合一,主要也就是在心

性论上获得了某种统一协调.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儒佛道的关系进入静态平衡,相互再也不

能刺激出新思想,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思想的枯寂,因为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异样观念系统的冲击,
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力和创新.

佛教长期影响中国文化的结果便是导致中国思想越来越内在化、心性化、精神化、主体化、主观

化,对外在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与探索精神越来越弱化,中国科学技术开始全面落后于世界,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明末西洋历算彻底击败中国传统历算.１６３４年,徐光启与汤若望等人合

作完成了«崇祯历书»,此书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来历算

方法主导的历书,在此后的十年里,围绕日月食等天象的预测,中西历算进行过八次较量,但均以中

国传统历算的失败告终.明末的这场“天算”之争可谓意味深长,中国天学的失败预示了中国文化的

全面衰落.明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各方面基本上都还是领先世界的,然而进入１６世纪,随着文艺复

兴、启蒙思潮的蓬勃发展,西方在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始突飞猛进,而此时守旧的中国已

经暮气霭霭,晚清中国的落后挨打早在晚明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明末中国天文历算的失败是中国文

化生命力全面枯萎的重要标志.因为中国古代天学不仅仅是一种历法推算,也不仅仅是星象占验,
它还是古代中国宇宙论的集中体现,也包括着中国的宗教精神,当然它更富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可以

说它是集宗教、哲学、政治、科学于一体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王国之父.
天主教信仰裹挟自然科学闯入晚明中国,这是继佛教入中国后,外来文明第二次冲击中国.与

晚明中国儒佛道心性化的内在风格恰恰相反的是,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从信仰到知识在风格上可以

说都是外在的.与基督教、天主教外在超越不同,很多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学是内在超越的.其实,以
内在超越来讲儒家的精神修养是大可商量的,之所以儒家给人留下内在超越的印象,这也主要是因

为受佛教影响从而心性化了的宋明儒学.宋明理学的这种内在化、心性化倾向在阳明之后越来越强

烈,但与此同时,反阳明学,甚至反理学的实学思潮也开始兴起.物极必反,在严重内在化、心性化的

同时,中国思想也开始酝酿外翻外转.阳明心学对当下现实心良知能力的充分肯定及其所标榜的

“心外无物”,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一是对欲望,对身体,对物质世界的肯定,二是“心外无物”反过来

也可以说“物外无心”,这也会启发人们走向自然物理和实学实践.晚明兴起的实学派主张经世致

１１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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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反对空谈心性,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在佛教影响下被心性化了的宋明儒学的反思.经世致用是

儒学与佛老的最大区别,这一点在六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四书则更多集中在人生哲学与精神修

养上,在这方面确实与佛老有较多的通融性,甚至还不如佛老精致深刻.博学而多能,是先秦儒学圣

人观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宋明,圣人几乎被完全道德化、精神化、心性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出现,一是

有阳明心学内部自身的反动,二是有程朱理学对阳明学的批评,同时也有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思.
天主教入中国,利玛窦当时采取了“补儒易佛”的策略,即迎合儒学,反对佛教,而且反对受佛教影响

了的宋明儒学.因为他们看到,六经文献中人格神意味较浓的上帝与上天,与天主教所崇尚的上帝、
天主有相似性,所以传教士就认为先秦儒学才是正宗原本的儒学,而汉儒特别是宋儒是异化了儒学.
宋儒的一大标志性贡献是把六经中所说的“天”理解为非人格神的哲学化、本体化了的“理”,而传教

士对这一点攻击不遗余力,竭力维护六经中有人格神意味的天.其实,世界宗教大概有两种类型特

征,一是理智型的,以佛教为代表,排斥情感,认为情感甚至连爱也都是烦恼、无明、苦痛与轮回的根

源,而另一种是情感型的,以天主教为代表,非常重视爱,要爱上帝,爱所有的人.而儒学可以说是情

理交融的,仁爱与智慧并重,这种特征在孔子那里很鲜明,但是在宋明理学那里受佛教影响就显得太

偏重理智,偏失了儒学的中道.
最后本文重申自己的文化观,即一种文化长期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必然走向死寂,必定要与异质

的不同的思想文明碰撞、交流才能有真正的创造创新.从汉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一千五百年

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融合,到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佛教深刻影响中国的结束.中国必须

再一次与另外一种异质的文明系统碰撞交流才能重新展开新的生命力,这就是西方文明.晚明是中

西文化交融的一个象征性展开,随着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闭关锁国等原因,这一比较温和的交流中

断了,一直到晚清民国,西方文化对中国展开了全面而强硬的冲击,我们今天仍处于这种中西文化大

融合的时代潮流中,这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第三期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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